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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国际关系理论是学科的思想积淀和知识根基,其研究状况直接

反映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发展面貌和水平.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在国际

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国家实力和地位显著提升等外部力量推动

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对理论创新的需求和呼声愈发

强烈.最近几年,中国学者构建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一些

初步成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那么,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理
论研究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 出现过哪些重大理论争鸣? 当前中国国际关

系理论研究取得了哪些新进展? 存在着哪些缺陷和不足? 如何看待有关国际

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的主张?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前景如何? 为

此,本刊特约记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马骦专访南开大

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刘丰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

全和东亚国际关系,专著«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译
著«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没有应答的威胁»«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

论»等.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刘丰教授访谈

本刊特约记者

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步和发展

马骦(以下简称“马”):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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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何特点?

刘丰(以下简称“刘”):探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首先需要区分

三个相关但有差异的问题:一是国际关系研究,二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三是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对国际关系现象的分析和探讨往往

要早于正式学科建制的形成,无论是中国和外国都是如此.１９１９年以后,国际

关系学科建制在英国和美国相继形成和发展,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也就随之

展开.在我国,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才正式形成国际关系学科建制,有了系统的

国际关系教学和科研活动,也有一些初步的理论探讨,但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

是随着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进程才展开的.①结合已有的讨论,我倾向于将中国国

际关系理论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②

第一,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是前理论阶段,中国学界尚未形成明确的学科意

识,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冷战和两大阵营对

立的大背景下,中国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领导人提出的理论出

发,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国家主权原则、“三个世界”理论等进行了较多探讨,

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进行系统批判.③ 这一时期,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特别重

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理论思潮的引进和评述,也翻译了一些有关西方

国际关系思潮的著述.④

第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起步探索阶段,在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

下,中国学界萌生出探索构建具有自主性的国际关系学科的诉求,并开始引进

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１９７８年以后,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开始注

重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互动,在此背景下,国家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需求非常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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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发展脉络的讨论,可参见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毛维准:«民国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１０７—
１４５页.

如何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行分期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秦亚青将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７年划分为三

个时期:(１)１９７８—１９９０年,前理论阶段;(２)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理论学习阶段初始期;(３)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理
论学习阶段深化期.参见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８年第１１
期,第１５—１７页.门洪华划分的三个阶段是:(１)１９７８—１９８９年是引进西方理论的起始阶段;(２)１９８９—
１９９９年是大规模引进西方理论流派著作和尝试创立中国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阶段;(３)２０００年以来是中国

国际政治理论发展进入理性批判和辨证吸收的时期.参见门洪华:«从中国特色到中国学派:关于中国国际

政治理论建构的思考»,«国际观察»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７—８页.
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第一章.
比如,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出版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发表了一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的

译文.



切.１９７９年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

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

课”.①此后,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氛围日趋浓厚,相关学术研讨会也逐渐增多,

为开展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在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的前身中国

国际关系史研究会成立的大会上,一些学者开始从学理上探讨国际关系学的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问题.② 陈乐民先生１９８１年发表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简介»是国内第一篇系统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成果的文章.③ １９８５年,

陈汉文的«在国际舞台上: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浅说»和１９８７年倪世雄、金应

忠合著的«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两部著作,是国内最早介绍评析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述.④ 除了中国学者撰写的评介文章和著作外,«争论中

的国际关系理论»等理论原著和教材也被翻译过来.⑤ 与引进西方理论同时发

展的趋势是,中国学者也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本土性问题.１９８７年８
月,“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提出了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的问题.⑥ 这些发展表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有

了初步的学科意识,开始注重学理研究.但总体上,这一时期对国际关系学科

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的理解还处在摸索阶段,对西方理论成果的引介也比

较零散.

第三,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４年是引进学习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对西方国际

关系理论成果开始进行比较系统的翻译、介绍和评价,基本厘清了国际关系理

论的脉络和逻辑,同时产生了少数运用理论逻辑和思维方式开展经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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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８０—１８１页.
参见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编:«国际关系史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１年版.
陈乐民:«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国际问题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２期;陈乐民:«国际关系基本方

法»,«理论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１９６期.
陈汉文:«在国际舞台上: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概说»,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倪世雄、金应忠主

编:«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王建伟、林至敏:«权力政治理论介评»,«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１９８３年第９期;宁骚:«论国际关系

中的均势问题»,«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３期;倪世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流派简介»,«世界经济与

政治内参»１９８７年第５期;胡少华:«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学的重要著作»,«世界经济与政治»１９８８年第５期等;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邵文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美〕威廉奥尔森等编:«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王沿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版.
田志立:«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综述»,«政治学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６期,第５５—５９页;赵玉梁、赵晓春、

楚树龙:«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纪要»,«现代国际关系»１９８７年

第４期,第３—６页.



成果.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中国学者开始系统地引介外国理论成果的,主要关

注的是国际学术界之前几十年间积累的成果.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发表了一

些反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脉络和流派分野的著述.王逸舟１９９８年出版

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一书是中国学者系统引进西方理论的代表

性著作.① 围绕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等当时国际学界流行一些理论思潮,

中国学者进行了集中探讨.② 进入２１世纪后,理论引进愈发及时和深入,国际

学术界的最新发展动态也受到关注,引起国内的同步讨论.比如,米尔斯海默

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及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在提出

后不久就在中国学界引起讨论热潮.中国学者不仅关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

和建构主义等美国学界流行的理论,也开始关注英国学派、世界体系论、批判

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理论等其他理论流派.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一些中青

年学者以系统梳理和评价某一个理论流派或其代表性人物思想为主题的博士

论文或专著中.与此同时,这一阶段的成果也不完全是对理论的梳理评介,也

有一些学者开始借鉴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和方法开展经验研究,比如王正毅

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视角分析了东南亚国家的发展路径,③张小明运用层次分析

法解释了冷战的缘起与终结.④

第四,２００５年至今是消化吸收和初步的理论构建阶段.从消化吸收的角

度看,中国学者仍然高度关注国际学界的理论动态,但是突破了“美国中心”的

窠臼,而是关注到英国、欧洲大陆及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同时,在

对这些理论流派进行更加深入的批判性探讨基础上,也更加注重系统地理论

借鉴和创造性运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不再单纯以梳

理评介某一理论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而是更多地运用某一或某些理论搭建

分析模型,来解释或诠释一些经验现象.在这一趋势不断深入的同时,一些学

者在熟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逻辑和方法基础上,开始寻求从其他来源

获取构建理论的资源,特别是发掘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和历史经验.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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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与文明冲突论有关的讨论参见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关于

民主和平论的较早讨论包括,李少军:«评“民主和平论”»,«欧洲»１９９５年第４期,第４—８页;王逸舟:«国际

关系与国内体制:评“民主和平论”»,«欧洲»１９９５年第６期,第４—１３页.
王正毅:«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年,秦亚青提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应以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作为核

心问题,探索将中国传统文化和经验与建构主义理论相结合,为后来提出过程

建构主义和关系理论做了铺垫.① 同年,阎学通带领的清华大学研究团队着手

整理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发展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②这

些理论构建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

讨论.③

马: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要理论流

派.比较而言,中国学界是否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分野以及重大争鸣?

刘:理论流派之间的分野、对立和辩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个鲜

明特征,也是理论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这是因为,辩论可以让理

论的漏洞得以展示,也提供了修补缺陷的机会,使得原本模糊的概念变得清

晰,原本不够严密的逻辑变得连贯,原本被忽略的重要驱动因素的作用得以发

掘.正因为理论辩论的突出作用,“大辩论”成为一种流行的国际关系学科史

叙事方式.当然,在这些大的理论范式之间的辩论之外,各个理论内部的分支

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和争论.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的一些辩论,更多是围绕一些具体现实议题展开

集中的、参与范围较广的探讨,尤其涉及到中国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

一主题.在讨论过程中,各方或是对某种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反驳和批判,或是

援引了某些理论作为支撑.这些争论可以分为几大类议题:一是对国际格局

和国际环境的判断,比如“和平与发展”是不是时代主题? 冷战后国际格局到

底是单极还是多极化? 全球化是有利还是不利? 二是对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

的评估,比如中国是否需要调整韬光养晦的战略? 中国如何增强自身的软实

力? 中国外交的重点方向是中美关系还是周边外交? 三是中国在国际体系中

发挥多大的作用,比如中国要不要做负责任大国? 中国能不能承担领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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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１６５—
１７６页;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７—
１３页.

阎学通、徐进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阎学通、徐进

等:«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对这些理论构建努力的评价,参见门洪华:«从中国特色到中国学派:关于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建构的

思考»,第１—１３页;鲁鹏:«理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两种构建途径»,«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
７３—９３页.



尽管具有高度的实践导向,但围绕上述问题的讨论不乏具有理论深度和启发

的思考.① 由于一些讨论的持续时间较短,另一些则有很长的时间跨度,很难

说有几次或几波辩论.在此,我想重点回顾四个彼此关联、兼具理论和现实意

义的争论.

第一场争论涉及到国家利益的判断,主要集中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在

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学术界长期认为国家的阶级属性导致其

没有整体的、独立的国家利益.１９９６年,阎学通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出版.

阎学通的核心观点是,国家利益没有阶级性,而是全民性的;同时,一个国家的

利益主要取决于面对的国际环境和自身实力,可以进行客观的排序.② 这部著

作引发了围绕如何定义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否具有阶级性、国家利益的客观

性与主观性以及国家利益的决定因素等问题展开的热烈讨论,有学者对该书

的现实主义理论立场和客观主义方法提出质疑或补充.③ 这场辩论开启了关

于中国国家利益以及更广泛的外交政策制定的学术讨论,使其摆脱了传统的

阶级分析范畴,也为后来关于中国在参与国际社会过程中如何制定、维护自身

利益的更深入研究做了铺垫.

第二场争论从２１世纪初开始延续至今,焦点是中国是否可能实现和平崛

起.进入２１世纪,中国的国家实力不断增长,也更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

“中国崛起”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现象.在国际上,不少人援引权力

转移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等悲观看待大国崛起前景的理论,认为中国的崛起

过程会对国际体系造成剧烈冲击,甚至可能引发体系性战争.④这场讨论涉及

的议题包括,如何准确定义崛起和评估中国崛起的阶段,暴力崛起与和平崛起

所依赖的条件是什么,为了实现和平崛起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选择.⑤ 近

年来,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又

有延续,争论的问题包括权力转移是否会导致中美关系落入“修昔底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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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相关梳理和讨论可参见王逸舟、袁正清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徐进、李巍:«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变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这场争论集中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１９９７年秋季卷,宋新宁、邓勇、王正毅撰写了书

评,王缉思、张小劲、秦亚青、景跃进、金灿荣和许振洲参加了讨论.
朱锋、〔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阎学通、秦亚青、倪乐雄、李强、张文木:«“大国崛起与中国的选择”笔谈»,«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

第５期,第５１—６３页.



第三场争论的主题是中国的国际定位及其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这是

一场时间跨度较大的讨论,讨论焦点问题也随着中国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的

变化而转移.①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由于中国从一个长期的体系外力量转向改革

开放,学者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

的国际体系,如何应对全球化进程,尤其是９０年代末围绕中国要不要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的争论.② ２１世纪初,中国已经比较全面地融入到现存国际秩序

之中,这个时期的焦点问题是中国应该发挥大多的作用,尤其是承担多大的国

际责任.③自２０１０年世界经济逐渐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以来,中国如何与其他

新兴国家一道塑造和改革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架构成为主要议题,最近则兴

起了关于中国是否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领导角色的讨论.④

第四场争论涉及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自主性,即能否建立形成中

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中国学派.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学者开始萌发出

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趣开始,中国特色、中国化、中国学派、中国探索、中国视

角等主张逐渐涌现.⑤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学术界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特色国际关

系理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⑥ ２１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学派的讨论成为主流.⑦

上述概念所指向的内容不尽一致,尤其是在多大程度上学习、借鉴和容纳西方

的国际关系理论,但出发点和目标是相似的,都主张构建具有自主性和反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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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在１０本中文国际关系期刊上,除中美关系、国家安全等政策议题外,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期间“全球化”
和“国际制度”是发文量最多的两个议题,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期间则是“全球治理”和“国际/世界秩序”.这种趋

势反映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以及外交议程的调整.
徐进、李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变迁研究»,第八章、第九章.
MaoWeizhun,“DebatingChinasInternationalResponsibility,”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１０,No．２,２０１７,pp．１７３Ｇ２１０．
陈志敏、周国荣:«国际领导与中国协进型领导角色的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

１５—３４页;管传靖、陈琪:«领导权的适应性逻辑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
３５—６１页.

王江丽:«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转向»,«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
７９页.

梁守德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倡导者,相关论著有梁守德:«关于中国外交学的中国特色的探

讨»,«外交学院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４期,第５１—５５页;梁守德:«论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研究»
１９９４年第１期,第１５—１２页;梁守德:«国际政治学在中国:再谈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

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第１—９页;梁守德:«论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外交学院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２
期,第７页.

秦亚青是倡导“中国学派”的代表性学者.他认为,社会科学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对中国与国

际体系关系的根本性辩论和实践必然导致中国学派的生成.参见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

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１６５—１７６页;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

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７—１３页.



国特质的理论体系.反对的观点认为,科学知识应该是普遍性的,本身没有国

家性.① 这些主张及其所引起的争论表明,学者们对于国际关系理论是地方性

知识还是普适性知识存在分歧.

从上述争论可以发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辩论问题具有高度的实践

导向,大多围绕国家在改革开放和融入国际社会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展

开.在这些辩论中,学者们或多或少会寻求理论支撑,但落脚点还是国家的

现实政策选择.由于上述讨论发生在国际关系理论引进高潮之中,现实主

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等或明确或暗含的理论偏好也对辩论中

的立场有所影响.②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在中国崛起已经产生巨大国

际影响的背景下,许多讨论的话题从输入转向输出,讨论已经不再局限于中

国学界内部,而是形成了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最近兴起的关于国际秩序的

讨论尤为如此.

二、２１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

马: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哪些新的进展?

刘:与理论有关的研究可以划分为理论评介、理论运用和理论创造三种活

动,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成果可以大致归入这三类.

第一类是对各种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及其分支进行阐释和批判的研

究,这是对此前十几年研究取向的延续,但更加系统、及时和深入.③通过检索

十本中文学术期刊上有关主要理论流派的讨论可以发现,④现实主义、自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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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第１页.
苏长和:«中国与国际制度:一项研究议程»,«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２年第１０期,第５—１０页;秦

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３
年第１期,第１０—１５页.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出版了多部与国际关系理论有关的教材.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秦
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白云真:«国际关系

理论流派概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赵可金:«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胡宗山:«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高尚涛:«国际关系理论

基础»,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许嘉主编:«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这十本期刊是«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国际政治研究»«国际观察»«当代亚太»«现代国际关

系»«国际问题研究»«国际政治科学»«国际安全研究»和«欧洲研究».下文与中文期刊发文数量有关的数据

范围相同.通过标题、关键词和摘要检索与这些理论流派有关的概念,在此基础上进行筛选得出发文数量.



义、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是关注度最高的几种理论流派,对它们的梳理和探讨

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期间尤为集中.①

从发文总量看,有关现实主义的论文最多,但相当一部分以批判为主.就

现实主义内部分支而言,中国学者曾经对结构现实主义有较多批评,尤其是结

构概念及其适用性,近年来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讨论明显增多.② 对于自由主

义理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关注较多的是与地区一体化相关的理论发展,最近十

多年则聚焦于新制度自由主义这一分支.③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引发

了大量讨论,特别是有关中国如何提升软实力的思考.就建构主义而言,亚历

山大温特的体系层次建构主义无疑是中国学者着墨最多的,但也兼顾了彼

得卡赞斯坦、江忆恩等人国内建构主义路径,以及尼古拉斯奥努弗、弗里

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等人的规范建构主义.④ 英国学派受到中国学者的青

睐,这一时期出版的多部专著厘清了该学派的发展脉络、核心命题、主要特色

及其与中国之间的关联.

这些梳理评介类成果集中反映了一批专著之中.许嘉、吴征宇、唐世平等

分别讨论了古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等现实主义的理

论分支,⑤秦亚青、白云真梳理了自由主义理论内部的流派变迁,⑥方长平、郭树

勇、袁正清等评析了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⑦苗红妮、章前明、张小明、马国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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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根据不同时段划分,与几种主要理论流派相关的发文数量分别是:(１)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马克思主义,
７０篇;现实主义,６７篇;中国特色/中国学派,６１篇;自由主义,５１ 篇;英国学派,８ 篇;建构主义,６ 篇.
(２)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现实主义,３４７篇;自由主义,２４６篇;建构主义,１７５篇;中国特色/中国学派,１０７篇;英
国学派,１０７篇;马克思主义,８３篇;(３)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中国特色/中国学派,１３０篇;自由主义,１２４篇;现实

主义,１２０篇;英国学派,５７篇;马克思主义,５５篇;建构主义,５５篇.
陈志瑞、刘丰主编:«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王杰主编:«国际机制论»,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秦亚青主编:«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董

青岭:«复合构建主义:进化冲突与进化合作»,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许嘉:«权力与国际政治»,北京:长征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吴征宇:«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研

究»,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陈小鼎:«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评估及其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２０１３年版;唐世平:«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薛力:«结
构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

秦亚青主编:«理性与国际合作: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白
云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变迁»,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北京:长征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方长平:«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

析»,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５年版.



分别探讨了英国学派的发展脉络与理论特色.① 此外,关于世界体系论、女性

主义、地区主义、非传统安全、政治心理学等都有专著进行系统梳理,这些成果

表明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认识更加全面、多元和平衡.②

第二类是运用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进行经验实证研究,特别是搭建

一个模型来解释某一个经验现象.在理论梳理已经比较充分的基础上,一批

学者较多地运用理论进行实证研究,在大国崛起战略、国家战略行为、国际制

度的作用、国际规范的演化以及地区一体化等一系列议题上提出了不少具有

理论深度和实践导向的命题.

新兴大国实现崛起的战略选择是中国学者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孙学峰

在批判传统现实主义有关权力转移的理论基础上提出,新兴大国需要根据崛

起阶段选择恰当的策略来缓解“崛起困境”,他根据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在崛

起阶段、策略选择与崛起成败三者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③ 郭树勇从国际政治

社会学视角出发,分析了西方大国成长的历史经验,认为大国成长需要将物质

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统一起来,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解决合法性问题.④ 杨

原以大国无战争的时代作为前提,分析了利益交换作为崛起国与主导国竞争

的核心机制如何影响联盟的维持和影响力的拓展.⑤

国家在制衡、追随和对冲等策略之间的选择是冷战后国际学界关注的一

个理论焦点.冷战后主要大国并未对美国霸权形成有效制衡,从而引起学者

们对肯尼思沃尔兹的均势理论的质疑.陈琪建立了一个关于经济相互依赖

如何影响维持现状国家制衡反应的分析模型,强调均势政治是一个信号—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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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苗红妮:«国际社会理论与英国学派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章前明:«英国学派的

国际社会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张小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马国林:«社会制度秩序:赫德利布尔的世界秩序思想研究»,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关于英国学派还有几本编著,参见陈志瑞、周桂银、石斌主编:«开放的国际社会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许嘉主编:«“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北
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刘德斌主编:«英国学派理论与国际关系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
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肖欢容:«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北京

广播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李英桃:«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余潇枫:«非
传统安全概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李开盛:«人、国家与安全治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２０１２年版;尹继武:«战略心理与国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
孙学峰:«战略选择与崛起成败»,清华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５年;孙学峰:«中国崛起困境:理论思考与

战略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郭树勇:«大国成长的逻辑:西方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大国权力竞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弈过程,现状国家的行为偏好、信号解读和偏好识别受到大国间经济相互依赖

类型的影响.① 韦宗友考察了国家在面临明显的外部威胁时为何采取偏离均

势理论预测的行为,他探讨了无政府状态、极的数量、权力对比、地理位置和决

策者观念五个因素如何影响国家在制衡、追随和不介入之间的选择.② 刘丰则

尝试对结构现实主义进行改进,考察了结构压力和霸权正当性两个变量的组

合对制衡霸权行为的影响.③

关于国际制度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苏长和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探

讨了国际制度在无政府状态下对解决全球公共问题、维持国际合作的作用,尤
其是不同博弈情形如何影响制度的选择及其变化.④ 门洪华讨论了美国运用

国际制度进行霸权护持的行为,并且试图探讨中国如何通过参与国际制度来

保障自身崛起.⑤ 田野从交易成本和理性选择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制度的形式

与设计.⑥ 李巍以分析折中主义为路径,尝试将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相结

合,构建了一个关于大国间制度竞争的现实制度主义分析框架.⑦ 另外,有不

少研究关注了制度设计、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以及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等

议题.⑧

国际规范的作用在建构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广受关注,但随着研究的深

入,分析视角也并不局限于建构主义的单一范畴.聂文娟比较了非盟和东

盟两个地区人权规范建构的差异,强调历史怨恨情感在建构集体身份并进

而影响人权规范认同中的作用.⑨ 陈拯分析了新兴国家主动参与并积极影

响国际人权规范的历程,将对积极身份的承认追求作为新兴大国推进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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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琪:«遏制与绥靖:大国制衡行为分析»,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韦宗友:«霸权阴影下的对外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刘丰:«制衡的逻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

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国家的选择:国际制度、国内政治与

国家自主性»,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
朱杰进:«国际制度设计:理论与案例»,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薄燕:«国际谈判与国内政治:美

国与‹京都议定书›谈判的实例»,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版;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冷战后中

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解释»,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刘铁娃:«霸权地位与制度开放性:美国的国际组织影

响力探析(１９４５—２０１０)»,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田野:«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制度设计:一种比较制度

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聂文娟:«非盟与东盟人权规范的比较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规范建设的首要动机,而运用说辞策略的水平是倡导规范成功的条件.①

吴文成认为,组织偏好是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发挥规范倡导者作用存在差

异的关键因素.②

观念、情绪和话语等非物质力量对国际政治结果和外交政策行为的影响

也得到揭示.尹继武将理性选择理论与社会认知理论结合起来,考察了信任

对于联盟形成和维持的作用.③ 林民旺综合运用前景理论和观众成本理论,解

释了大国在规避损失偏好下做出的战争决策行为.④ 孙吉胜、刘永涛各自从语

言学的角度探讨了话语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⑤

除了以上较为集中的议题,一些学者还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⑥地区一

体化、⑦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⑧联盟行为、⑨国家安全政策、国内经济决策

等议题上运用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或对外政策分析等领域的分析工

具,开展了理论分析与经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这些理论运用性成果有几

个特点:一是除了少数成熟学者的贡献外,大多数成果是一批活跃的中青年

学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著作;二是在运用理论分析某个具体经

验现象时,中国学者的理论立场并不局限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

等主流理论,而是广泛借鉴英国学派、世界体系论、后现代主义等其他理论,

以及经济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不同学科的知识;三是理论运用并不一个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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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拯:«新兴大国建设国际人权规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吴文成:«选择性治理:国际组织与规范»,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林民旺:«选择战争:基本规避损失的战争决策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孙吉胜:«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伊拉克战争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刘永涛:«话语政

治:符号权力和美国对外政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庞中英:«权力与财富:全球化下的经济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蔡拓:«全球化与政治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魏玲:«规范、网

络化与地区主义:第二轨道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宋伟:«捍卫霸权利益:美国地区一体

化战略的演变(１９４５—２００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陈志敏:«次国家政府与对外事务»,北京:长征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刘贞晔:«国际政治领域中的非

政府组织:一种互动关系的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孙德刚:«多元平衡与“准联盟”理论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孙德刚:«准联盟外交的

理论与实践:基于大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实证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凌胜利:«分而制

胜: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樊吉社:«美国军控政策中的政党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左希迎:«美国军

事制度变迁的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曲博:«危机下的抉择:国内政治与汇率制度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钟飞腾:«管控投

资自由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械照搬的过程,而是需要对原有的理论做必要的逻辑延伸、扩展和修正,也

体现出较强的创新性,尤其是在对现有理论进行批判性思考基础上提出一

些创新性概念;四是许多问题与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战略需求相关,学者们理

论立场各异,分析视角有别,但或多或少体现出中国的视角和偏好,或是以

中国自身的发展及其外部世界的互动作为关照,或是希望借助其他大国的

经验对中国的选择有所启发.

当然,上文仅列出了已经发展成书的一些理论应用型成果.实际上,这类

成果还体现在大量的学术论文中,其中一些学者在某一问题上发表了系列论

文,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大量应用型成果的涌现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从引进学习向消化吸收和自主发展转化的标志,也为理论创造做了积累和铺

垫.此外,在学科发展进入常规化阶段后,围绕具体的经验问题构建分析框架

成为通行的研究方式.

第三类则是在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吸收其他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尝试

构建出新的理论体系,这类成果主要以秦亚青的“关系理论”、阎学通的“道义

现实主义”,以及唐世平的“社会演化理论”为代表.其中,关系理论较多地吸

收了中国传统观念和哲学,试图将关系性(relationality)提升为与理性并列的

驱动因素.道义现实主义主要借鉴了先秦思想家关于国家间争霸的思想,将

道义概念植入现实主义理论,作为崛起国与主导国竞争的核心.社会演化理

论体现了对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综合,并

借鉴了生物学的进化论.考察这些理论成果推出的历程可以发现,几位代表

性学者长期追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运用理论进行实证研究,在大量前

期积累基础上提出有创新性的成果.

从上述发展看,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经过了一个从理论阐

释到运用的过程,目前出现了一些理论构建的努力.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理

论的理解更加多元,知识的来源更加多样,有学者在现有的国际关系话语体系

下开展更加扎实而深入的经验研究,也有学者希望另辟蹊径,试图在借鉴中国

传统文化、思想和经验的基础上有所超越.

马:您提到中国学者开始提出一些原创性理论成果,它们的提出是否意味

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已经进入了一个理论创新期?

刘:这类成果的推出表明,中国学者不再满足于追踪国外理论发展,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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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已有理论成果,试图提出新的理论概念或具有一定系统性的原创性理论.

这些理论积聚了其开创者的学术积累和长期探索.

“关系理论”是秦亚青将中国传统理念与建构主义的思维方法相结合提出

的成果,由“过程建构主义”发展而来.秦亚青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理性

假定为基础,忽视了国际体系的过程和国际社会中的复杂关系.他将“过程”

与“关系”两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理念移植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

在２０１２年的«关系与过程»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模型.秦

亚青将过程定义为运动中的关系,并论证了过程的自在性、过程动力以及过程

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① ２０１５年,秦亚青在«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一文中

将以关系性为理论硬核的过程建构主义更名为“关系理论”,强调关系是任何

社会人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基本依据.秦亚青强调,关系理论虽然带有明

显的中华文化色彩,但又具有普适性意义,因为关系性在人类社会中是普遍存

在的,它提供了对理性的一种合理补充.②

针对关系理论,学术界已经有了初步的讨论.尚会鹏指出,关系与理性并

不决然对立,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也并非忽视关系的作用;作为一种反映中国人

生活方式的概念,关系具有忽视人的个体性、忽视普遍性规则的缺点,而强调

关系和关系类型对行为体行为的决定作用掩盖了行为体的主体性.同时,将

阴阳学说和中庸价值观会导致理论本身变得模糊、难以确定.③ 关系理论补充

了理性概念所遮蔽的内容,将关系性上升为中国人行为的核心驱动因素之一.

但应该看到,关系类型与理性考量对于行为的塑造和影响并非截然对立、非此

即彼的,中国置身于一个整体的国际体系下与其他国家交往互动,因此一个完

整的理论需要将二者发挥作用的条件、组合及其对不同类型的行为的影响揭

示清楚.

“道义现实主义”是阎学通在提炼中国古代国家间政治思想基础上进行理

论创新的尝试,探讨的核心内容是“道义”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属于新古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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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１３４—１４３页.



实主义理论的范畴.２００５年,阎学通带领清华团队开始对中国先秦国家间政

治思想的发掘,希望能够丰富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并为中国崛起提供政策建议,

前期成果集中体现在２０１１年的«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一书中.①

２０１４年,阎学通提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并在«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

略竞争»一书中加以系统阐述.② 这一理论在肯定现实主义关于实力、权力和

国家利益假定的前提下,把政治领导类型和国家实力视为影响国家对外战略

取向的两个核心要素,又把政治领导类型分为争斗、进取、守成、无为,将国家

实力类型分为小国、地区大国、崛起国和主导国四类.阎学通认为,当一国实

力达到了主导国或崛起国的水平时,道义的有无及其水平高低将会极大地影

响国家战略的效果,因此崛起国应该采取王道的崛起战略.

中国历史上不乏国家间或类国家间互动交往的历史经验,比如争霸、结盟

与反结盟等,而古典思想家们关于这些现象的思考也具有启发性,因此在探讨

当代国际关系时引入中国古典思想并非没有合理性.但是,这样的尝试需要

特别注意古典思想及其依赖的实践基础与当代现实之间的匹配.张锋认为,

阎学通及其团队的特色在于将先秦政治思想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并运用现代科

学方法加以整合.③ 但他同时提醒,这种以当代目的诠释古典思想的做法具有

很强的工具性,而以字面意义而非真实意义来解读古典思想家存在一定的方

法论问题.④ 许田波认为,“王道”等中国古代思想与中国古代历史之间存在巨

大的脱节,缺乏坚实历史支撑,属于理想范畴.⑤ 应该指出,阎学通的道义现实

主义属于规范性或处方性理论的范畴,旨在阐释一种理想的、应然的大国崛起

情景,并为中国与美国展开竞争提供政策指南.从现实主义的立场观察,“王

道”概念具有主观性和相对性,容易被倡导者根据根据自己的立场和偏好来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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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p．８１．
VictoriaTinＧborHui,“BuildingCastlesintheSand:A ReviewofAncientChinese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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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正如肯尼思沃尔兹在批判美国试图占据道德高地的做法时尖锐指出

的,“权力强盛的国家总是会,如同美国之所为,把自己想像成以世界和平、正

义和福祉的名义行事.然而这些词语总是按照强势国家的喜好来定义的,往

往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偏好相左.”①

唐世平提出的社会演化理论,试图从社会演化的视角对传统的国际关

系理论进行整合.唐世平认为,用系统的而非进化论的大理论来解释国际

政治历史是行不通的.他通过分析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

主义世界进化背后的根本以及辅助机制,得出了国际政治系统始终是一个

进化系统的结论.②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一书中,唐世平将生物学进

化论中的“突变—选择—遗传”机制引入到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中,演绎

出了一个解释国际政治系统性变迁的社会演化范式.这一理论认为,人类

社会在１６４８年以前是一个霍布斯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１６４８年至

１９４５年间转变成为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１９４５年之后则转向更加规

则化的世界.③

唐世平的理论建构工作建立在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话语体系之上,并引

入了社会演化理论的视角.这一理论覆盖的范围相当广泛———从公元前８０００
年直至未来.作者的理论抱负也十分宏大,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现实主义内部

围绕进攻性与防御性展开的争论,以及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之间的争论.然

而,正如已经有学者指出的,社会演化理论的叙事过于宏大,内在逻辑还需要

完善,特别是体系演化的线性特征、演化标准的单一性以及评估攻防能力的准

确性等;另外,这一理论还需要进行更细致的经验检验.④应该看到,社会演化

理论中的几种理想世界之间的时间尺度极不相同———从几千年(进攻性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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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修改为“社会演化”.



主义世界)、几百年(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再到几十年(更加规则化的世界),

而空间范围也存在着从次地区到全球的变动,如何容纳时间发展不同步和地

理空间变化所导致的结果差异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总体上讲,上述几种理论提出时间不长,引起的讨论只是初步的.从国际

关系学科史的角度看,许多理论是在学术界的评价和批判过程中得以命名、成

型和发展,那些有生命力的理论往往能够引发广泛讨论,理论倡导者对此不断

修正与完善,并且有一批追随者能够加以运用和扩展,从而在核心理论基础上

发展出一个覆盖的经验事实更加广泛、内部分支不断延展的研究纲领.从这

个意义上说,中国学者提出的一些原创性成果要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一方面还

需要完善理论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还需要围绕它们开展大量的实证研究

工作.

马:如此看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起步晚,基础薄弱,但也取得了较大

的成绩.那么,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动力和机制是什么?

刘: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是内在动力与外在动

力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国际关系学科同样如此,外部动力主要是国际政治现

实的变迁、来自政府或其他机构的需求以及技术的发展等,内在动力则包括学

科内部对学科化和专业化的需求、跨学科知识的引入、理论之间和理论内部的

争鸣等.具体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也可以从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的

动力来考虑.

谈到外在动力,就不得不提中国自１９７９年以来实施的改革开放战略,这

既是中国融入世界、走向世界的起点,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开眼看世

界”、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开端.总体上看,改革开放,尤其是对外开放的基本

国策,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的动力主要有两点:其一,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至今,中国经历了由开放到发展再到崛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

外部世界的互动日益加深,遇到的国际问题也越来越多,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对国际问题研究的强烈需求.之前提到的四次辩论也主要是为了回应这种

需求而展开的,在为国家提供政策参考的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开始重视理论

研究;其二,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学者有了更多的与外国学

者交流的机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也被大量引入进来,推进

了理论研究的规范化.学者们对西方理论的态度也从最初的了解和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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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具备了批判和创新意识.此外,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中不断涌现的

各种新现象、新议题也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空间,学者们

的研究方向开始细化,延伸到了国际安全、全球治理、国际制度与规范等诸

多具体的议题领域.

理论往往被视为学科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体现了学科发展的水平,但

理论又无法脱离学科而单独发展的.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所以能

够得到推进,在于从国际关系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中,获取了强大的内在动

力.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理论研究是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基础,是学科建设

和发展的核心构成部分,而理论研究水平也受到学科发展状况的高度制约.

一个学科的发展依托于一系列学术制度安排,包括在大学里设置专业、开设

课程,建立专门研究机构,成立专业的学术期刊,由此这个学科才会被当作

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研究和传授.１９４９年建国以后,中国才出现这样的发

展历程.１９６４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先后设立了国际政治

系,开始进行系统而规范的国际问题教学和研究.相关专业和学位点在高

校设立,标志着国际关系在中国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带动了更多机

构的成立.

理论研究至少受到三方面学术制度的支撑和推动.一是人才培养机制

的支持,主要是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正规的国际关系教学,培养了一批有志

于从事学理研究的人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由于外在环境的制约,国际

关系学者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但有一批学者保持着紧密的国际学

术联系,了解国外理论动态,为后来的理论引进做了准备.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由于国内学者出国交流访问更加频繁、便利,也由于一批在国外接受学术训

练的学者回国任教,国内不少高校都能够建立比较规范的国际关系教学体

系,开展更加系统和正规的训练,培养出一批对国际关系理论感兴趣的人

才.２１世纪以来,中国高校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学科点设置,不仅越来越

多的综合性大学建立了与国际关系相关的院系所,成立了专门进行国际关

系研究的单位,并且招生人数、硕士博士点数量以及相关项目培养计划都呈

现出了逐年递增的趋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外

交学院以及其他高校培养了一批非常活跃的理论人才,构成了中国国际关

系理论研究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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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学术交流机制和平台的搭建,尤其是全国性学术行会和教学科研机

构举办的大量与理论探讨有关的论坛、研讨会和培训活动.梳理国际关系学

科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在理论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学术会

议作为支撑,并通过发表专题讨论或出版会议论文集的形式推动了有关理论

问题的进一步研讨.比较有影响的会议有,１９８７年８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国

际关系理论讨论会、１９９１年６月北京大学主办的“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

系学科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①、２００３年９月«中国社会科学»与«世界经济

与政治»联合举办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分别于２００４年召开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及其批评”研讨

会和２００５年召开的“国际关系理论‘非主流’学派研讨会”等.③此外,中国国际

关系学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以及其他学术机构每年举办博士生论坛,

为青年学子开展理论交流和提升搭建了平台.

三是学术出版机制的保障,尤其是专业期刊的推动以及大量与国际关系

理论有关的著作的出版.过去十几年间,«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当代

亚太»«国际政治科学»«国际政治研究»和«欧洲研究»等期刊或创刊或改版,不

断强化刊发论文的学术性和理论性,成为了学者们发布理论研究成果和进行

思想交锋的阵地.在不同时期,一些重要的理论译丛推动了我们对国际学界

理论发展的认识,比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国

际关系理论译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和上海

译文出版社的“现代政治学译丛”.进入２１世纪,先后涌现出上海人民出版社

的“东方编译所译丛”、浙江人民出版社“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北京大学

出版社的“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和“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世界知识

出版社的“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等众多译丛,涵盖了各个理论流派的代表性

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当代国际政治丛书”出版了２８部中国学者的著作,

其中不少都涉及对理论的评介、运用和构建,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进行理论探

索的集中展示.

马: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理论无用论”“学科终结论”等论调,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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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的? 这种讨论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什么影响?

刘:国际关系学界有关理论无用、学科终结的讨论,针对的是２１世纪以来

“范式间辩论”销声匿迹,重大理论鲜有突破和创新的现象,主要兴起于国际学

术界,但也有很多中国学者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① 从国内外学术期刊的发

表情况看,有关范式、主义、学派和理论的探讨与十年前相比确实有较大的下

降.根据一项国际期刊统计数据,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０年间,在１２本主流政治学期

刊上发表的国际关系理论论文占所有论文的１１．１８％;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期间则

下降到了５．６４％.② 国内学术期刊也呈现类似的情况,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类

论文有所减少.在１０本主要中国国际关系期刊上,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期间与范

式、理论、主义和学派有关的论文占总发文数的５．９％,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上升到

１１．９％,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则下降至８．８％.

必须承认,国际关系研究的确面临一些困境,比如理论创新趋于缓慢、理

论融合程度低、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脱节以及政策需求的冲击等.但是,从学

术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客观认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冷战结

束以来的近３０年里,国际体系一直处在转型之中,并没有出现一个结构性的

重大变化.理论不是凭空的思想创造,也不是一味的标新立异,理论创新的目

的在于为国际政治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提供解释.而事实却是,一方

面并没有足够多的现实素材为理论创新提供动力,另一方面既有理论对现实

国际政治仍然具有相当大的解释力,并没有到束手无策的境地;其次,就理论

研究工作本身而言,可以根据研究的性质,将其分为构建理论、应用理论和评

论理论三种工作.其中,构建理论工作的原创性最高,却也最为艰难,需要很

长的周期和精力.尤其是在今天,各个理论范式及其分支的发展已经非常成

熟,新理论产生的空间被压缩得很小,理论创新只会愈发困难.再者,构建理

论的工作看似位于学术分工的顶端,实际从事这一工作的学者却是少之又少.

特别是在中国,现实发展和政策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理论研究的空间,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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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原本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发生了学术兴趣的转向.

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趋于缓慢是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实,但如果由此

断言理论无用,甚至学科已经衰落,则是一种不太准确的认知.最近几年,国
际关系理论研究仍在发展之中,有几个趋势值得关注.一是阿米塔夫阿查

亚和巴里布赞等学者主张将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各个地区的历史经验和思

想资源纳入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打破美国和西方在知识生产中的霸权地

位,推动非西方理论的发展和国际关系学科的全球化;①二是在具体议题领域

开发中层理论的构建,比如外交政策领域兴起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得到了广泛

应用;②三是淡化理论流派的分野和独立,推动不同学派的学者围绕特定的理

论概念展开对话,甚至尝试理论之间的融合.③ 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处于一

个常规科学阶段,而不是科学革命阶段.这个相对沉寂的阶段既是理论创新

的平淡期,也是一个理论复兴的孕育期.尽管还存在种种不足,但应当看到,

只要坚持开展严谨的理论探索工作,勇于提出创新性的成果,中国学者的努力

还是会产生有益的成果.④

三、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展望

马:一直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都存在着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

论”和“中国学派”的主张.如何看待这些主张? 如何理解国际关系理论的国

别性和普遍性?

刘:理论创造的确存在着国别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和权衡取舍.就国

别性的一面来看,自己所在国家的国际地位、外部环境和现实需求可能成为学

者们进行理论思考的出发点.秦亚青指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

如何维护美国霸权,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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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tavAcharya,“GlobalInternationalRelations(IR)andRegionalWorlds:A New Agendafor
InternationalStudie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５８,No．４,２０１４,pp．６４７Ｇ６５９．

NorrinM．Ripsman,JeffreyW．Taliaferro,andStevenE．Lobell,NeoclassicalRealistTheoryof
InternationalPolitics,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６．

不同理论立场的学者围绕许多理论概念开展了对话,成果体现在一些文集中.比如可参见 T．V．
Paul,Deborah WelchLarson,and William C．Wohlforth,eds．,Status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１.

刘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进展与前景»,«外交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２３—４２页.



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中国如何和平融入国际社会.① 这意

味着,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及其对外政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确实会

成为该国学者关注的重点.一个国家的学术传统和思维方式会使学术研究具

有一定的鲜明特征,比如有些国家的学术界比较流行科学和数量化研究,有的

国家则有较强的文化历史研究特征,还有的国家会呈现很强的逻辑思辨和哲

学色彩.但是,理论也有其普遍性,至少是有一定限度的一般性.如果理论家

只是根据自己所处国家的经验来构建理论,忽视更广泛的现实,构建出来的理

论就会失之偏颇,难以经受检验.另外,评价理论的标准是普遍的,就是理论

所使用的概念是否准确,逻辑是否严密,是否经得起现实的检验,以及是否产

生了新的知识贡献.

中国特色和中国学派等主张都强调了学科自主性和理论自觉性,与此同

时,即使中国学者能够根据中国的思想观念、历史经验和当代实践构建出国际

关系理论,我们不会只有一种来自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更不会有一个统一的

中国学派.正如目前活跃的一批理论研究者的倾向所呈现的,中国的理论家

会归属于不同的思想流派.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贡

献”是一种更加准确、合理且可能的表述.

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主张,应该将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知识纳入到国际关

系理论的构建之中,使它从一个西方中心的学科转向一个开放、包容和全球性

的知识体系.②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者要作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一份子参与

到知识生产和理论构建之中,要以开放的态度让自己的理论接受国际学术界

的讨论和批判,从而得到认可和接受.

马:您谈到,现实需求的牵引使得理论研究的关注度在下降.理论研究与

政策研究是对立的吗? 如何看待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的关系?

刘:在大多数社会科学学科,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都是两种基本的研究取

向.在国际关系领域,理论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为对国际关系领域的核心概

念、基本规律和重大命题的探讨,比如解释战争的原因、国家间安全互动的动

力和机制、相互依赖的影响等.应用研究针对的是现实的国际关系问题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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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１６５—
１７６页.

〔加〕阿米塔夫阿查亚:«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两者是否兼容»,«世界经济

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１０—１５页.



决和应对,尤其体现为政策性研究,立足于分析国际形势和事件的发展,提供

政策选项和建议.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不同阶段,理论研究和应用研

究的比重有明显的变化.在理论萌芽阶段之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是对

国际形势的评估,对对象国情况的介绍和分析,理论研究的比重较小.在国际

关系理论的引进大潮中,与理论相关的成果数量呈现出非常大的增长.最近

几年,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从事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学者定位逐渐清晰,分

工日益明确.

虽然从事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学者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有所不同,但二

者并无高下优劣之分,都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也不存在

对立一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过程中产生的困惑和政策需

求,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充足动力和良好环境,但也让许多决策者、公众甚

至学者过分地期待理论能够及时解决现实问题,从而将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

混为一谈.①

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差异体现在研究目标、时间尺度、价值关怀和评

判标准等诸多方面.首先,从研究目标来看,理论研究是知识导向型的,它

旨在为我们提供一个解释社会运行的简化框架,来帮助我们认识复杂的世

界.由于理论是对现实的高度抽象,因此再完美的理论也不可能还原全部

事实,但它却能将现实中最重要的部分裁剪出来呈现给大众;而政策研究是

行动导向型的,它往往是为了帮助决策者解决当下最为紧迫的现实问题,为

他们提供行动指南.在此过程中,政策研究者不可避免要按照国家偏好或

个人意志去塑造甚至改变某些事实.其次,从时间尺度来看,理论研究关注

的是长期的普遍性现象,这是因为任何现象和事物都只有在表现出经常性、

系统性的特征之后,才能从理论上加以概括;而政策研究大多关注的是短期

的应急性现象.再次,从价值关怀来看,理论研究需要尽可能地保持客观和

价值中立,才能够科学地揭示出国际关系最为本质的内容,这也是经典理论

得以长期保持生命力和解释力的原因;而政策研究服务于不同国家、不同位

置的具体决策者,需要研究者根据环境、目标等因素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提供

量身定制的对策建议.最后,从评判标准来看,好的理论往往能够用较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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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学者对理论与政策之间关系的讨论,可参见«国际政治研究»在２００９年第３期中刊发的关于

“国际问题研究中的学术性和政策性”的专题研讨.



要素去解释国际社会中那些最重要、最广泛的事实,并能够吸引更多的学者

围绕这一理论展开研究,进而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纲领.①而评判一项政策

研究成果的标准则在于是否能够帮助决策者解决燃眉之急,实现他们所设

定的最优或次优目标.

马:您能否对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情况做一整体评价? 特别是

谈谈当前还存在着哪些不足和欠缺?

刘:中国的国力增长和国际地位提升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国家的崛起不只

是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物质实力的强盛,更意味着知识上的崛起和贡献.尽管

有了上面谈到的一些进展,但中国学者贡献的高质量、原创性理论成果并不

多,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还相对较小,问题主要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学术研究整体的实用化导向不利于理论研究.理论创造上的突破

需要一批学者静下心探索学理性问题,以创造和积累知识为导向,而不是以适

应外在需求为导向.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下,不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氛围

还是各个机构的评价标准都鼓励短期的应用性研究,导致学术界倾向于追逐

现实世界的热点话题.上面已经谈到了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差异,尽管二

者在学科体系内并不完全对立,但由于开展不同研究的关注焦点和时间周期

存在差异,这就要求每位研究者树立明确的研究取向和目标,有所取舍.好的

应用性研究对于一个国家和学科来说当然十分重要,但如果仅仅以实用性和

政策相关性来评判知识的价值,忽略理论在学术上的支撑性作用,就会导致学

术研究的功利性,这样显然无益于学科的良性发展.②

第二,国际关系学者的整体学术训练和知识结构还不能适应理论构建的

需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主要来自历史、哲学和外

国语言文学等其他学科.９０年代开始,一批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回国,再

加上本土国际关系专业人才培养的正规化和专业化,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越来

越多地出自“科班训练”.不过,就培养过程而言,国际关系研究生在理论知识

和研究方法上的严格训练还比较欠缺,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年轻学者大多凭

着个人兴趣和志向涉猎专业领域的文献.与此同时,尽管人才培养更加强调

专业化,但过于注重本学科也会导致学术人才出现知识面狭窄、结构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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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如果考察那些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的经历可以发现,他们除了对国际

关系本身的理解,还普遍掌握了科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外交史等领域的

知识.

第三,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认识还不准确,难以开展有的放矢的批判,

也制约着有效的理论构建.我们已经在理论引进方面走过了很长时间,也基

本覆盖了国际学术界为人所知的理论成果.但是,对许多理论的理解还停留

在表层,在评估和批判时没有深入其内在逻辑.比如,对理论创新本身的理解

停留在提出新概念、新标签的层次,而忽视了这个概念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通

行术语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个概念是否指向新的事实、带来新的知识.在评价

理论时,我们经常指出某一个理论无法解释某一个经验现实,而没有考虑这个

事实是否在该理论所预测的范围之内.实际上,理论构建就意味着对经验现

实的简化和取舍,每一种理论都必须主张自己能够解释的对象的领域和范围,

不存在无所不包的理论.另外,在批判理论时,经常从政治立场和个人偏好出

发,而不是以理论的逻辑严谨性和经验有效性为标准.从知识体系上看,理论

创新不会是完全割裂的,而是通过对既有理论的有效批判建立更加合理论断

和主张,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和疑惑.

第四,与国际学术界开展的高质量学术对话和辩论还不够.中国的发展

越来越受到外界关注,既为中国学者走出去参与国际交流提供了更多机会,也

使得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知识贡献有很大期待.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

要推出高质量的理论成果,参与到国际学术辩论之中,由此才能争取中国国际

关系理论研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应该说,中外学者共同探讨政策性议题的

机会已经很多,但在理论上与国际一流学者进行同台对话和辩论的机会较为

有限.根据我的统计,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中国学者被“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

国际关系论文约为３５０篇,既大大少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其他国家学

者的发文数量,也少于国内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者的发文数量.①这表明,中国

国际关系学者在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上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显然,我们不

仅要产生高质量理论成果,还需要把这些成果推出去接受国际同行的讨论和

批评,这对中国学者的理论知识储备和语言表达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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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统计结果涵盖了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数据库中“政治学”“国际关

系”和“区域研究”三个学科分类中的发文,在检索基础上对数据进行了逐条筛选和甄别.



理论建构的过程中,要用通行的学术概念和话语将自己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

看法阐释出来,不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而是在沟通交流之间完善对理论的

思考.

马:您如何看待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未来发展前景? 有哪些理论突破的

重点和方向?

刘:理论归根到底是一套关于现实世界的逻辑叙事,通过思维工具的抽

象、简化和重构,将纷繁复杂、不易理解的经验现象转化得容易被人们所观察

和认知.好的理论抓住了现实世界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内容和要素,具有较为

广泛的适用性和解释力,从而能够成为学术界普遍使用的分析工具.国际政

治现实的发展始终是理论创建的基础和源泉,因此我们还是要更加细致地观

察历史和当下的国际关系,通过比较发现一些有意义的模式和规律,结合现实

世界的变化来发展、修正和完善理论.

从现实发展看,一些重要的现象和事实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更好的解释.

首先,国际秩序及其所依赖的规则、制度的调整变化.当前关于国际秩序的讨

论已经很多,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了不少以国际秩序为主题的专题研讨,文

集、专著也有不少.但是,从成果的系统性和影响力来看,在这个问题上的探

讨较少能够超越罗伯特吉尔平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实际

上,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学术界仍然没有达成共识.比如,如何对秩序做更加合

理的定义和分类,如何判断秩序的成型和衰败,如何解释秩序变化的方向和动

力,这些问题都还需要在理论上做更好的回答,从而为我们理解当今的国际秩

序变迁提供支撑.

其次,全球与地区层次国际关系模式的差异性.学术界以往较多关注

全球体系层次,比如整体国际格局变化、全球化趋势和大国战略互动.但

是,每个具体地区的力量对比、秩序安排和行为模式存在着差异,许多重要

的议题发生在地区或次地区层次,这种现象要求我们在构建理论时更多考

虑各个地区国际关系运行方式的差异,同时通过跨地区的比较形成整体性

知识.

再次,大国之间关系重组正在加剧国家行为模式的变化.过去２０多

年,学术界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单极为何没有遭遇制衡.现在看

来,这个问题是在大国竞争强度较低的背景下提出的,抓住了冷战后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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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的阶段性特征,也催生关于软制衡、制度制衡和对冲等多种多样的国

家行为的探讨.但是,在近年来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原本在稳定单极

体系下成立的研究问题可能不再适用,不仅是中俄与美国的竞争加剧,美

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在发生或显著或微妙的变化.大国之间的分化组合

和竞争博弈为下一阶段的理论研究提供了要素,特别是可以作为检验已有

理论有效性和预测力的基准.

最后,中国学者特别关心来自中国自身的经验和案例可能对国际关系理

论的发展做出什么贡献.中国自身的发展及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的确提供了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学理问题,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考

虑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哪些行为及其所导致的结果是现有理论可以解释的,哪

些确实对既有理论构成有效的质疑和挑战,其中又有哪些可以作为理论构建

的素材.

在关注一些重要的现实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讨论创新理论构建路径

的可能性.比如,从理论的分流转向知识的合成是一种可能路径.传统上,国

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呈现出彼此对立和不断分流的模式,各个范式之间彼此竞

争和辩论,范式内部则分化出诸多分支.这种分流式理论构建的结果是,范式

之间形成了比较森严的壁垒和界限,范式内部也被切割为一个个具体的领域,

忽视了分析对象之间或者解释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在未来的理论构建过程

中,我们需要探索能否在范式内或范式间进行局部的、有限的合成,在此基础

上构建解释力更强、解释范围更广的理论.

理论构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只有热情和抱负显然不够,需要学者们有扎

实的学术积累、长期的思考钻研以及系统而踏实的科学探索.中国国际关系

学者开展原创性理论的构建也不是“平地起高楼”,而必须对现有的国际关系

理论进行消化和吸收,对各个理论的优劣得失做出合理批判和反思,注重对不

同地区和国家的思想观念、历史实践和现实经验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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